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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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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世纪末日本社会转型成败的原因在于是否成功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社会

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是社会动员的必要条件.武士道价值体系对天皇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能够增强变化社会中

所缺乏的秩序和效率;武士阶层沟通天皇和普通民众,实现多方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冲破了官僚集团利益固化

的藩篱,克服了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提供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本和精神支持,成为体

制外动员的媒介.因而武士阶层是日本社会成功动员的关键变量.而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

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动员机制.以史为鉴,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

社会转型的国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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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初期日本天保政权内忧外患,气候异常

致使农业严重歉收饥荒严重.危机通过天灾的形式

加剧了“人祸”,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与此

同时,１８５３年美国将军佩里到访日本要求通商,打
开了日本的门户,日本自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大

潮,传统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危机,外在的示范

效应和内在的合法性危机共振明显.中下层武士发

起的“尊王攘夷”的“王政复古”运动,推翻了德川幕

府的统治并于１８６８年建立了明治政府,随即开启了

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力求日本在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以西方为标杆,经过三十年左

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短时间内分别超

越清朝和沙皇俄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基于中日

两国现代化起步时间相近(日本实际上近代化起步

要晚于中国,中国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现

代化的步伐)和文化相似等因素,很多学者在分析中

日两国现代化差异时,将原因归结为日本向西方学

习先进制度,而中国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一分

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国现代化的结果,但无法

阐明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本文试图从社会动员的

角度,分析近代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

过程中武士的作用,以及其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清末

社会的差异和启示.

一、社会转型的合法性困境和体制性障碍

在规范层面上,关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性

质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两派为“讲座派”和“劳农

派”.前者强调明治政府是封建绝对君主制国家,
“劳农派”则坚持明治政府是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的

政治属性[１].无论是封建专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君

主制,都无法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

制度从建立到释放效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

过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有西方政治制度之形而缺乏

西方政治制度之实,天皇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法理上

垄断了权力源头;议会权力相当弱小处于虚位,这一

权力格局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明治维新的２０年

间,资本主义特征不明显,大部分企业为官办性质,
很多非政府企业如三井商社等也在政府牢牢控制之

下.政府对国防工业的投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官



办”非军事工业亏损严重,非政府“工厂”发展缓

慢①.日本经济并未表现出因改革而带来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依然相当严重,“流通的纸币币

值对铸币已经打了７０％的折扣”[２].
二战后,本尼迪克特[３]开启了关于日本国民性

的研究,并与日本现代化研究相结合,试图从文化角

度捕捉现代化的动因和机制,也推动了日本学者对

这一问题的自省.丸山真男[４]为集大成者,认为天

皇制不仅是现代化的“机轴”和国体,也是意识形态

和“制度精神”的保证,肯定了天皇制及其传统在社

会转型中的高度价值.加拿大学者诺曼[５]１０２Ｇ１０３基于

文化视角对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从社会结构

上把握日本现代化的政治动力,认为“军事”官员和

政治“官僚”虽属于专制的成份,但确是社会“进步的

先锋”和“现代化的前卫”.
此后,巴林顿􀅰摩尔和斯考切波都有关于日本

现代化的研究,但都是基于农民和地主阶级的视角.
斯考切波[６]１１４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于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
巴林顿􀅰摩尔[７]４７５否定了农民阶层的“历史客体论”
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进程成功与否与农民起义密

切相关,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原因在于日本土地精

英维持了传统农业社会不至于被摧毁.
无论是从文化视角,还是从政治结构上,都强调

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和效率供给.传统社会的

现代化道路往往是因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的

必然结果.因此,本文认为,分析传统社会的现代化

过程应将其放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而不落于

现代化本身之窠臼,在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

代化道路进行比较时,便会发现清朝政府并不具备

社会转型的需求和社会动员的条件,而日本的武士

阶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

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

社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武士阶层:日本体制内动员的关键变量

“公卿与武家同心,下及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

倦”[８].日本社会转型的成功在于其自上而下的社

会动员,明治维新具备了支撑社会动员的合法性认

同,并且领导阶层与普通民众基于利益共享、一致的

价值观而冲破了官僚利益集团的藩篱.武士阶层便

是日本现代化政治优势的源头.武士阶层不仅仅主

导着社会变革,“武士道”精神还意味着政治文化和

民族精神认同.

明治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天皇和武士阶层的关

系.日本天皇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自古万世一系.
天皇的精神象征地位不依附于权力和外在条件,幕
府统治时期掌握大权的将军也不敢妄议废黜天皇.
天皇本人没有姓氏和户籍,天皇的神性又被武士道

所强调的绝对的忠君、服从和崇尚武艺的价值观所

放大,并通过倒幕运动和明治政府成立等政治成果

所确认.
首先,天皇在武士道价值体系中意味着真正的

精神中心,所有层面价值的终极来源都被天皇垄断,
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被军国主义分子荒木称为“弘
皇道于四海”,这是一种“尊圣意”、“慰圣虑”的武家

文化.
其次,武士道对天皇的守护不仅仅驻足在信念

层面,更外化为对天皇及明治政府的实际支持.其

通过“尊王攘夷”的复古运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

设,同时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的继续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即使是“王政复古”运动中利

益直接受损方的藩主,诸如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

等诸侯也都献出自己的封地.
再次,武士道是日本伦理体系的根基,是天皇和

民众价值体系的桥梁,而“忠诚”又是武士道价值体

系中的个人政治伦理.大量的小说、戏曲、评说等都

以武士道为叙事背景和故事主要内容,这一系列的

政治社会化凝聚了民众的意志,其所持的“忠君爱

国”的信念成为了民众的内心原则和行为操守.在

很多层面,武士道就像酵母那样由它发源的阶级逐

渐渗透到大众,为全体国民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
这种武士准则,最初是精英阶级的荣耀,之后成为整

个国家的抱负和激励.[９]最后,武士道给天皇留下了

永恒的正当性归属,即便是日本战败的事实也不能

动摇民众对天皇的合法性认同,日本人和“日本战俘

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

两码事”[３]２３.
天皇是日本的象征,这意味着通过武士道精神

搭建武士阶层和天皇的政治合法性通道便能迅速稳

定住政局并组织起政府,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危
而不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社会张力的

一个重要体现.没有武士阶层的推动和拥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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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８４年开展的非政府“工厂”调查显示:１８８１家“工厂”中有

１２３７家位于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工厂”雇工不到５人,只有１７６
家“工厂”雇工超过５０人;只有７２家“工厂”使用蒸汽动力,４７％的

“工厂”使用水力,其余的完全使用人工.见:詹森．剑桥日本史:１９
世纪[M]．王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６４．



历史舞台的天皇一定带有某种政治残疾,而非“天皇

制”下的天皇.
在精神层面上,武士阶层以及身份转型后的各

行业精英,自觉弥合自身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天皇价

值差异,并最终在物质层面上实现利益共享.这套

政治逻辑首先是经倒幕运动展开的.武士阶层虽然

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幕府本身的财政恶

化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依靠官俸生活的武士们变得

逐渐贫困,下层武士情况更加恶化以致成为“浪人”.
明治维新前,中下层武士除了薪俸外,收入有限,生
活相当困难,因此德川幕府成为了没落的武士阶层

与天皇的同一政敌.因而武士阶层除了对天皇的忠

诚外,还通过发动政变推倒了幕府统治,将大政奉还

天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果对于其双方都是

直接受益的.
德川幕府时期,武士身份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

利益,而且武士们还被禁止从事商业.从德川政权

中期开始,不少对俸禄不满的武士主动斩断了与领

主的纽带关系,或者通过与商人阶层的联姻来获得

生活的改善.１８６９年,明治政府通过立法取消了武

士的身份,同时政府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补偿金,武士

可以正常地投入到商业、农业等各行业中去,在经济

上获得了更高的报偿.所以,明治政府的政策虽然

激进,却没有招致大规模的武士反对①.
官僚制在明治政府建立前后一直存在,并且随

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迅速膨胀.官僚集团特殊利益

的存在,能够说明德川幕府晚期统治失效的原因②,
却不能够解释为何明治政府中庞大的官僚阶层特别

是来自幕府晚期的同一批次官僚并没有阻碍中央政

府的全国性动员.关键原因是明治政府的内阁主要

成员都有武士背景.明治前后很多领导人多为下级

武士出生③,不仅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是下级武

士出生,而且“直到２０世纪,作为明治维新领导的武

士官僚们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权”.[１０]

１８７６年,官吏总数为２３１３５名,其中前武士共计

１７９３５人,占据７７．５％.这一比例持续到明治十三

年一直保持在７３％以上.[１１]基于对天皇合法性的认

同,这一官僚阶层本身具有的文化和身份共识得到

充分发挥.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和领导阶层,武士阶

层独立并有效控制其他各个阶层而获得了自主

性[１０],因而要实现“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社会

动员是必不可少的.

三、武士阶层的分化与体制外的动员

前武士阶层中的精英牢牢控制了体制内的权

力,天皇和中央政府整合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体制内

向体制外的通道已经打通.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制

度,武士阶层迅速分化并且渗透到各个行业.作为

最主要的知识阶层,他们为日本政治、经济、军队和

教育等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起到了中坚作用.

１８８０年日本大约有７９％的科学家出生于武士,到

１９００年具有武士背景的科学家仍然高达５４％的比

率.[１２]体制外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活跃的

商人阶层和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对这两个阶层的

动员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优势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富

国强兵需要商人阶层的加入,更要求建立一支归属

中央的常备军,农民阶层为此提供了最主要的兵源

输出.
(一)重商主义

明治宪法取消了阶级差别,赋予了商人平等的

权力,释放了商人阶层的整体活力.但商人在面对

前武士和政府公务人员还是谨慎有余,因为制度的

实施并不能立刻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商人的社

会歧视根深蒂固,工商业为此需要承担额外的社会

责任.商人阶层对政治官僚表现出强烈的顺从[１３].
明治政府利用了商人阶层的心理短板,吸引他们为

政府服务.但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

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技术落后.特别是明治初期经

济形势很严峻,金本位制的黄金储备不够,致使刚刚

发行的日元贬值,甚至是在交易市场上不被认同;对
外贸易逆差严重,黄金流失严重,这又加重了日元的

持续贬值;西方国家直接在日本设立进出口经销商,
直接压制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财政收支严重

失衡等.毫无疑问,重商主义满足了明治政府对国

家的一切想象.
对重商主义的动员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导向上,

政府深度介入到商业中.通过建立官办工厂,扶持

并控制财阀集团,利用财阀为日本政府服务.表１
反映了１９２８年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

０９３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①

②

③

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虽然有部分武士不满废除其特

权的原因,但也有政见之争的因素,并且很快被平息,也没有其他藩

的加入,这说明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
当时日本并非只有两个政府,甚至连幕府也有两个,一个是

身在大阪和京都地区的德川庆喜本人,另一个是江户的以德川氏为

中心的更加官僚化的政权.见:詹森．剑桥日本史:１９世纪[M]．王
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３１．

下级武士出生的明治前后领导人中包括三条实美、仓岩具

视、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西乡隆盛、松方正义、高杉晋作、山县有

朋、广泽真臣、福冈孝弟、坂本龙马、江藤新平、大隈重信、副岛种臣、
大木乔迁、胜海舟等.



田)的实力状况.四大财阀作为政府控股企业的代

表,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据较高的成分并成为国家

重商主义的表征.建立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
既可以直接服务于“殖产兴业”的企业贷款,又可以

凭借正金银行的海外业务优势以货物为抵押贷款给

实业商.这一环节中,日本政府要求驻外使馆代为

保管并妥善运回贸易所得金银货币,可谓进行了最

彻底的资源整合和动员.正金银行虽为民间集资发

起的银行,但实为政府控股,“政府资金占正金银行

的５０％以上的压倒性优势”[１４].
表１　１９２８年末四大财阀企业集团占

全部企业实缴资本的比率 ％
行业 四大财阀 十大财阀

金融业 ４９．７ ５３．０
重工业 ３２．４ ４９．０
轻工业 １０．７ １６．８

其他行业 １２．９ １５．５
合计 ２４．５ ３５．２

注:资料来源: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日本財閥の解体資料[M]东京:

持株会社,１９５０:４６８Ｇ４６９．

之所以认为明治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是重商主

义的高度动员,是基于财阀的组成以及财阀经济活

动很多时候明显违反了市场盈利原则.首先,德川

幕府以来商人与武士阶层一直存在着共生关系,武
士接受商人过继过来的孩子以此换来生活水平的提

高,商人也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明治维新后,
武士身份和特权取消的同时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认

同,武士转化成商人的障碍更小了.历史上不少中

下层武士一直都有从商的经验,而且因为对倒幕运

动的贡献和取消武士制度得到了国家的报酬和补偿

金,大量的士族企业家相继出现,进入新型实业和金

融行业.１８７８年(明治十一年)日本国立银行共有

股东３４３６０人,其中平民股东４７３０人,拥有股金总

额８８７．９万元;而华士族①股东２９６３０人,拥有股金

总额３５１８．２万元.华士族股东占总人数的８６％,
出资占总金额的７７％②.最为关键的是,很多前武

士们最后发展成了金融寡头和行业巨头,虽然数量

很少,但在日本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是土佐在长

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

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

会社.”[１５]除此之外,安田、浅野等企业也是以武士

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大商号三井在明治维新后

也吸纳了很多武士成员.其次,武士阶层分化到商

人中(虽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给商人植入了许

多政治性观念,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矛盾时,
秉持忠君爱国观念的商人武士能够迅速决定为国家

服务.“到了１８９０年,日本已有４４０人,其私有财产

超过５０万日元.这些金融企业界人士,如上所言,
多具武士背景,或是武士家人,其精神态度皆与武士

相同.他们从事实业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为了国家的前途,对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皆可

抛弃不顾.他们看政府为自身的合作伙伴而非竞

敌.他们认为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富国的目的,与
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１５]再次,他们卷

入到北洋政府贷款(而且很多贷款明知是无法收回

成本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及其他有政治献金嫌

疑的捐款中,这种带有极强的政治功能的活动绝不

能仅仅从财阀寻求排他性市场特权来解释.还有些

财阀则直接和日本军方合作,例如三井、三菱等,日
本国内国外战争都有财阀集团的身影.在被日本殖

民过的韩国也能发现垄断企业的政治属性,例如韩

国现代集团在与朝鲜的政治互动中承担着韩国政府

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重商主义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社会动员在商人

中能够轻易实现,巴林顿􀅰摩尔认为庞大数量的武

士能够成功转型为商人的很少[７]２１９Ｇ２３２,他明显低估

了这种转换的意义.首先,正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

商业阶层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由于武士

作为中坚阶级沟通上下的能力,能得到社会面更为

广泛的支持,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其

次,士族进入工商业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新后旧商人

阶级在整体上出现了衰落退缩的趋势,若无士族充

实这一队伍,给工商界注入新的活力,起码在维新后

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将缺乏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

企业家集团[１６].更重要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日本经济主要掌握在至关重要的几个财阀手中,他
们有些与武士有直接联系,有些财阀本人即为大名

或者前武士出身.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国家对商人

阶层实行重商主义的动员,不如说是前武士阶层重

新塑造了商人阶层的构成,用一种国家至上主义的

原则取代了通行的市场经济原则,即便这种塑造可

能是无意识或者是迫于生计的结果.他们将自身的

信仰、优势与政府对他们的信任有效结合起来,忠实

１９３第４期 盛　赟等: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①

②

１８７１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国民分为皇族、华族、士
族、平民四等.华族主要包括原来的高级宫卿和武士中的大名;士族

主要包括原来的中下级武士和宫廷中的中下级事务官.
数据来源:菅野和太郎．日本公司企业发生史的研究[M]东

京:经济评论社,１９６６:６６８．



地执行政府富国强兵的政策.
(二)义务兵役和全民教育

明治前,农民阶级一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政治

地位低下,农村也是相对自治的.作为人数最多的

一个阶级,农民阶级的整体性动员事关明治维新的

成败.对农民动员的意义在于:首先是为资本主义

的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

度,实行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货币地税制度,并且

一律按地价的３％征收地税.这些措施使得农民缴

纳的地税过度依附于市场粮食价格,无论是丰收还

是歉收,农民手中都没有过多剩余的粮食.“自

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因滞纳地税而受到公卖土地处分

的农业生产者计有三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户.在这

个数目中,因贫穷而不能缴纳地税的占７７％”.[５]１４４

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并负债累累,他们流向城市成

为工人无产者.其次,通过实施义务兵役制,中央政

府建立了一支中央常备军一举解决了无兵可用的难

题,也彻底瓦解了封建制存在的基础.新式军队在

西南战争中体现了优越性,镇压了萨摩藩的暴乱,巩
固了中央集权和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对农民的广泛动员实质是剥削农民以完成资本

主义的积累,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也是完成国家建设、
发展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需要.明治初年,农民起

义数量众多,很多文献记载了１８６８年到１８７２年间

发生的共计３４３起农民起义事件①,但是据爱荷华

大学的史蒂芬􀅰弗拉斯特教授分析,绝大部分起义

都来自于对地价丈量的质疑,而不是逃避税收本身,
否则无法解释１８７０年后农民起义数量迅速减少的

事实(与地价核准工作结束时间大致相当).为什么

针对农民的剥削没有威胁到新生政权? “没有发生

革命的原因更多的应该归结为日本社会将没有财产

的人和拥有财产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一系列纽带,这
些纽带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７]２７２武士道伦理价

值内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同和对阶级本位的

安守.只要合法性得到了确认,任何例外都可以得

到解释.同时,明治政府承袭了幕府时期农村的管

理机制,通过乡村首长(村长)管理制度和五人小组

的“保”来管理农村.
武士阶层的分化与征兵制和义务教育制相结

合,将中央政府的政策精神和共同价值观内化于农

民心中.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武士作为主要知识

阶层,能够将自身知识和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传达

给社会,从而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１８８２年,日
本中学教职员中的８０％、初等学校中的４０％是士

族[１７].作为最主要的知识阶层,大量的武士转化为

教师,夯实了国家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１８９９年

陆军在职军官８７０４人,其中士族出生的有５０６０
人[１８],占据５８％的比例.武士阶层分化成社会精

英,有效地向社会供给人力资源,源源不断的将知识

和政治见解输送给社会,且作为享有政治地位的主

要知识阶层,他们效忠于天皇,基于自身的伦理操守

和天然的制度通道沟通政府和农民,植入多种有利

于国家统治的政治文化.天皇通过他们的动员社

会,在精神和实践上有效保持一致.

四、近代中日两国现代化道路的分野

社会转型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很多关于

制度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都可以纳入到社会转型

中.之所以选择社会转型作为比较分析的逻辑起

点,是因为清末中国的现代化尝试并非以社会转型

为目标,而是以巩固现有社会为目的.日本通过明

治维新短时间内终结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制度,“从
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以及随后

进行的官制改革,讨幕派仅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基

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

问题”[１９],并以西化为目标,不仅涵盖政治、经济、军
事、科技等,甚至事无巨细涉及最普通也是最根深蒂

固的市民生活层面,例如“令军民等皆改从外国服

色”[２０]、“仿西国令国人以面为食”[２１]、“土木建造者

须以西国规矩建造”[２２]等.
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是

社会自然“生长”的结果,既没有外在示范的压力,也
没有内在国家强力的主导.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成

熟社会的条件,又面临着现代化的示范压力,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然由国家承担,因而国

家主导型往往成为与后发国家社会转型互通的主要

模式.但国家主导型并不能完全概括日本明治维新

的成功经验,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强力的推动,
而政府所扮演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能带动社会面

的互动继而形成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那么社会

转型就无法短时间内完成,或者失去既定方向而以

失败告终.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战略由于无

法成功动员社会,反致政治失序、经济停滞不前.社

会动员具备“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能在短

时间内释放巨大的社会能量,从而迅速摆脱“路径依

２９３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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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kyo:Shinseisha,１９６７:３６．



赖”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实现社会转型.
因此,近代日本的发展逻辑可表述为:在现代化

危机面前,明治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

完成社会转型.社会动员是１９世纪末期中日两国

现代化路径的关键分野;社会动员的成功与否暗含

了中日两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条

件.首先,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是社会动员的前提,否
则政府不但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社会动员,更需投入

相当的政治资源来提升其合法性.其次,社会动员

意味着利益共享或者价值趋同,被动员的公众能够

分享社会转型的成果并内化为官方主导的价值.这

一过程分化为正式制度的确立和遵守两大过程,并
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演化出“非正式的约束”.当人

们面对转型的社会不是无法适从,而是基于“一系列

嵌入其间的制度实存,才使我们不假思索地做出这

样那样的选择”时[２３],社会就在价值层面完成了最

后的转型.再次,中央集权直接规定了社会动员贯

通上下的制度通道.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央集权面

对的威胁并非地方分权,更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

治系统中的官僚集团.他们的利益交叉繁杂,时而

作为利益整体威胁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时而被

更高的政治存在拆分利用.但无论如何,官僚集团

作为横梗在政治系统中间的一个节点有自身的特殊

利益,阻碍着社会动员.
中国传统社会明显不具有社会动员的能力,受

制于政权合法性的缺失和官僚阶层利益固化的藩

篱,无法演化出社会动员的机制.首先,中国历代王

朝更迭频繁,宣扬“天人合一”的政制模式,一直处于

合法性的自证过程,无法回应被它推翻的、自居为天

命所授的前任王朝的事实,也无法逃脱自身被推翻

的命运.因而这种逻辑悖论阻碍了“天人合一”普遍

价值模式的转化,合法性一直都是中国专制统治者

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盲点.其次,合法性居首要地

位,政府无暇顾及民生方面的政治议题,即便进入了

统治阶层的议事范围也以服务合法性建构为目标.
公众和最高统治者无法实现利益的共享和价值的趋

同,社会动员无从谈起.再次,官僚阶层为了自身利

益阻隔统治阶层和公众,政治系统在这一节点是短

路的,很多民生政策被无形消弭于这一政治链路中,
从最高统治者直达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的链路断

裂.“帝相之争”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中一直存在,
特别是明代以来官僚阶层和最高统治者的矛盾塑造

出了更加鲜明的二者交叉缠绕的政治结构.王权不

仅缺乏相应的意志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官阶层的

支持是统治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鲜有统治者不受

这一阶层的利益牵绊而强行推动改革,整体的社会

动员更不可能.
清末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正是由于“君主政权中

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

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的原因[６]１１６.清末统治

者不仅无法摆脱传统“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困境,无
法破除官僚阶层的利益掣肘,甚至为了巩固统治,慈
禧太后刻意培养“清流派”以牵制“洋务派”,统治阶

层内部分化严重.除此之外,清朝政府还面临着以

下三项合法性挑战:第一,满清异族统治的身份危

机.身份危机一直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内心芥蒂,成
为了统治者阶段性紧张的根源,并由此掀起了几场

大小不一的“文字狱”.政治紧张感甚至会促使统治

者们抓住一个个莫须有的事件进行运动式治理,藉
此维持其权威,也舒展了这种阶段性紧张.孔飞力

教授的«叫魂»中描述的便是乾隆皇帝对不入流的民

间巫术采取的“过分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执法.第

二,异族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示范性压力.统治阶层

并不理解西方国家通商要求,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便是

外敌入侵和丧权辱国.在这种政治逻辑中,西方列强

的侵入和船坚利炮等西方器物文明显然是对其合法

性和有效性的巨大挑战.第三,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和地方实力派日益坐大.在这种政治架构中,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平衡,中央到地方的政令难以

保持畅通.清朝政府无法回应社会动员所需要的三

个条件,现代化的失败和自身政权的灭亡是必然的.

五、结　语

本文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分析置于社会转

型的大背景中,分析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逻辑,即
明治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完成社会转

型,而武士阶层是成功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变量.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一定强度的

社会动员.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代化道路进

行比较发现: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

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

动员机制,不具备社会动员的能力;而日本的武士阶

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和

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社

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社会转型和社会动员对于当下的中国改革具有

巨大的现实意义.新常态下,中国社会转型的首要

任务之一便是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各阶层,凝聚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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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共识,冲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顶层设计对

接社会落地生根.中国需以史为鉴,借鉴１９世纪末

日本现代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社会动员

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值得后续研究者

进行理论探讨和深入分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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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andinspirationofsamuraiclassinthesocial
mobilizationofmodernJapan

SHENGYun１,ZHOUFei２

(１．KeyiCollege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hangyu３１２３６９,China;
２．JinpengHoldingGroupCo．,Ltd．,Chuzhou２３９００１,China)

Abstract:Theefficientsocial mobilization wasthereasonforthesuccessofJapan􀆳ssocial
transformationinthelate１９thcentury．Regimelegitimacyidentity,socialinterestsharingandvalue
assimilationweretherequirementsofsocialmobilization．Theapprovalofsamuraivaluesystemfor
politicallegitimacywouldenhancetheorderandefficiencywhichlackinthechangingsociety．Thesamurai
classcoordinatedthepublicandtheMikado,andalsoplayedanimportantroleinintegratingtheinterests
andvalueassimilationofmultipleparties．Theybrokethroughthebarrieroffixationofbureaucraticgroup
interestandovercomesystematicobstaclesofbureaucraticclass．Differentiationofthesamuraiclass
providedinexhaustiblehumancapitalandspiritualsupportfortheMeijiRestorationandbecamethemedia
formobilization．Sothesamuraiclasswasthekeyvariablefactorforthesuccessfulsocialmobilizationof
Japanesesociety．However,Chinesetraditionalpoliticalsystemhadtheplightofcongenitallegitimacyand
thesystematicobstaclesofbureaucraticclass,andlackedtheneedofsocialtransformationandmobilization
mechanisms．Sothehistoryistakenasamirror,socialmobilizationastechnicalgovernment,iscriticalfor
countrieswhichtransformingintoamodernsocietyfromatraditional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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